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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網路霸凌情境的旁觀者反應
傾向探究：網路霸凌辨識能力、
道德疏離與受害者行為的影響 

陳冠銘1

旁觀者的行為反應對於網路霸凌事件的發展有重要影響，在旁觀者選擇反應方式之前，會受到網

路霸凌辨識能力、道德疏離以及受害者本身行為的影響。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以上三者如何影響

旁觀者的救助行為傾向及吆喝行為傾向。研究方式採調查研究法，受試者為 1,393位臺灣大學生，
研究工具包含《網路霸凌辨識能力測驗》、《網路道德疏離量表》，以及兩份不同情境的《網路

霸凌反應傾向量表》。調節分析的結果顯示在受害者單純受到網路霸凌的情境中，旁觀者的道德

疏離並不會調節其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與吆喝行為之間的負向關係，但在受害者因為違反社會規範

而遭受網路霸凌的情境中，道德疏離在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與吆喝行為之間具有調節效果。根據以

上結果，本研究提出在網路霸凌防治策略上的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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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球網路的固定使用者正式突破 50億人，社群媒體的固定使用者也攀升到 47億人
（Kemp, 2022）。人與網路的連結變得密不可分，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人際互動是透過網路作為
載體而發生。網路促進人們連結的同時，卻也引發各種人際之間的暴力與攻擊事件，如「霸凌」
便藉由網路及電子設備等載體，形成超越傳統肢體、言語、關係三類型（Bauman & Del Rio, 2006; 
Jacobsen & Bauman, 2007; Wang et al., 2009）的新霸凌型態－網路霸凌（cyberbullying）。
網路霸凌的現象在全世界皆快速增長（Lee & Shin, 2017; Wang et al., 2019; Zhu et al., 2021）。

Chen與 Chen（2020）調查中國、香港、臺灣青少年網路霸凌的狀況，結果顯示曾在網路上霸凌
他人的比例分別為 7.7%、20.4%與 20.6%，曾在網路上被他人霸凌的比例則是 23.8%、33.9%與
31.7%，顯示網路霸凌在當前的華人社會具有高盛行率。相較於傳統霸凌，網路霸凌具有匿名性和
永久性兩項特點，匿名性會使霸凌的言語變得更加暴力，受害者更難以抵抗霸凌事件所帶來的影
響（Aboujaoude et al., 2015; Slonje et al., 2013），永久性則會使帶有傷害性的貼文不斷被閱聽人轉
發，帶給受害者持續性的傷害。這些特性使受害者僅能被動採用封鎖、換帳號、停止上網等策略，
卻難以阻止網路霸凌的傳播，造成網路上的權力不對等（Raskauskas & Huynh, 2015; Slonje et al., 
2013），並被證實會對受害者帶來不小於傳統霸凌的傷害（Beckman et al., 2012; Hamm et al., 2015; 
Kowalski & Limber, 2013）。
霸凌事件中，霸凌者通常透過霸凌行為展現自身的權力、獲取同儕關注或是取得較高的社會

地位，因此旁觀者對於霸凌的反應會對事件發展形成重要影響（Salmivalli, 2010; Salmivalli et al., 
2011）。若旁觀者目睹霸凌事件後選擇在旁起鬨、吆喝、鼓勵，或對受害者落井下石，霸凌者的行
為就有可能受到增強；反之，若旁觀者對霸凌行為展現反對態度，願意出聲制止、挺身對抗，或是
願意公開展現對受害者的關懷、支持，則有機會削弱霸凌者的行動。
旁觀者的吆喝行為和救助行為有其重要性，因此在傳統霸凌的領域之中，影響旁觀者反應的

因子一直都是重要的研究課題（如：Padgett & Notar, 2013; Pozzoli & Gini, 2013; Salmivalli et al., 
2011）。在網路霸凌的領域之中，雖然旁觀者同樣扮演著重要角色，相關研究卻相當稀少（Lo 
Cricchio et al., 2021）。有些研究借用 Latané與 Darley（1970）對危機事件提出的旁觀者介入模式
（bystander intervention model, BIM）來對網路霸凌進行解釋（如：Kazerooni et al., 2018; Liu et al., 
2021），該模式認為旁觀者目睹危機事件後會經歷知覺事件、評估危機、評估責任、評估策略、到
最後實際介入的五個階段。

BIM模式對旁觀者的內在心理歷程做了完整的詮釋，然而要用以解釋網路霸凌現象中的旁觀者
行為，仍有其不足。網路霸凌是以網路作為載體，與傳統霸凌或一般危機事件特性不同，影響旁觀
者介入的因子也有所不同，例如網路具有非面對面接觸的特性，旁觀者難以直接觀察到受害者的情
緒反應及其受到的傷害，因此容易忽略事件的嚴重程度（Liu et al., 2021）。再者，網路「公開」的
特性，則使網路霸凌事件中的旁觀者人數被極大化，個別旁觀者的責任遭到分散，認為進行救助並
非自己的義務，或是認為自己的行為對於遏止／強化事件沒有影響，此種責任分散導致道德約束被
鬆綁的現象，Bandura（1990, 1999, 2002, 2016）稱之為道德疏離（moral disengagement）的一種。
最後，網路霸凌是較為新興的社會現象，許多網路使用者對網路霸凌的定義、責任、樣態、影響、
破壞性都不熟悉，可能因此忽略霸凌正在發生，或是錯誤評估事件需要被介入的程度，有鑑於此，
旁觀者是否具有網路霸凌的辨識能力（cyberbullying awareness）、能否正確辨識出網路霸凌，也會
影響其行為反應的意圖（Asanan et al., 2017）。

BIM模式以及上述的討論都只聚焦於旁觀者個人的內在認知歷程，並未考量受害者本身因素對
旁觀者的影響，近年來不論在傳統霸凌或是網路霸凌的領域，都有研究指出受害者行為也會影響到
旁觀者的反應傾向（如：Chen et al., 2016; Liu et al., 2019）。鑑於以上之不足，本研究在 BIM模式
的基礎上，依據網路霸凌的特性探討旁觀者在目睹霸凌事件之後，其網路道德疏離程度、網路霸凌
辨識能力以及受害者本身行為，如何交互影響其行為反應的傾向，藉由此探討既能補充理論之不足，
也能在實務上提供更有效的策略來提高旁觀者的救助意圖、降低吆喝意圖，減少更多網路霸凌的憾
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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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旁觀者反應

不論在傳統霸凌或是在網路霸凌事件中，旁觀者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旁觀者在目睹霸凌事
件後採取何種行為反應對霸凌的後續發展有著重要影響。旁觀者的行為反應主要可區分為救助行
為（supporting behaviors）以及吆喝行為（reinforcing behaviors）兩種（Bastiaensens et al., 2014; 
Salmivalli et al., 2011），以下分述：

1. 救助行為

救助行為指旁觀者對霸凌行為展現反對的態度或是挺身制止，又或是對受害者展現出正向的關
懷、支持。在網路的情境之中，例如在網路上留言安慰受害者、檢舉涉及霸凌的貼文、私訊提供受
害者相關支持等都是救助行為的一種。旁觀者的救助行為在霸凌事件中一向被視為制止霸凌最重
要、最有效的因素（Padgett & Notar, 2013; Salmivalli et al., 2011），即使不一定能完全遏止霸凌，
旁觀者的支持也能成為受害者的保護因子，降低霸凌事件帶來的負面影響，避免受害者因為壓力、
憤怒、報復心理而進一步去攻擊他人，成為雙重角色者（bully-victims）（Ng et al., 2022; Sung et al., 
2018）。

2. 吆喝行為

泛指旁觀者給予霸凌行為正向的回饋，包含直接對霸凌行為表示鼓勵、讚許，或是在網路上透
過按讚、分享、轉發等行為，間接展現對霸凌事件的正面態度，都屬吆喝行為的一類。在霸凌事件
中，旁觀者的吆喝行為通常會提高霸凌事件的嚴重程度，或是使旁觀者產生觀察學習引發更多霸凌
事件（Ng et al., 2022; Salmivalli et al., 2011）。此外，吆喝行為也被證實會對受害者帶來負面影響，
使受害者出現更多憂鬱、焦慮情緒，甚至使受害者產生自我責怪（self-blaming）的心理，懷疑自己
是否「應該」被霸凌，導致更負向的自我概念（Salmivalli, 2010）。

（二）旁觀者反應的內在歷程

要了解有哪些因子會影響旁觀者目睹網路霸凌事件時的反應，就必須先瞭解旁觀者從知覺到實
際反應之間的內在歷程。1964年 Kitty Genovese在紐約的街頭遭到謀殺，當時有 38名路人目睹犯
案過程的發生卻無人伸出援手，此現象引發了心理學家對旁觀者行為進行大量研究（如：Darley & 
Latané, 1968; Latané & Darley, 1968, 1970）。其中 Latané與 Darley（1970）便因為此事件提出了五
階段的旁觀者介入模式（bystander intervention model, BIM），該模式至今仍在研究中被頻繁使用，
且廣泛的應用在例如酒駕（Rabow et al., 1990）、性侵（Burn, 2009）、器官捐贈（Anker & Feeley, 
2011）、環境保護（Anker & Feeley, 2011）、霸凌（Nickerson et al., 2014）、網路霸凌（Kazerooni 
et al., 2018）等各種不同的道德情境之中。

BIM模式認為旁觀者從知覺事件到實際展開行動，會經歷五個階段的內在歷程，以下分述：

1. 知覺事件階段

旁觀者要展開行動，首先事件要能引起旁觀者的注意，若事件未引起旁觀者注意，例如旁觀者
正在忙碌而疏忽，自然就不會救助（Darley & Batson, 1973），若事件能引起旁觀者注意，則會進入
下一個階段。過去研究也顯示，當環境中有太多干擾、事件中缺乏明顯受害者等，旁觀者比較不會
注意到危機事件的發生（Nickerson et al., 2017）。杜淑芬等人（2021）訪談 27位輔導教師，其結論
也指出輔導教師難以介入霸凌事件的主因，是難以辨識霸凌是否正在發生。

2. 評估危機階段

在第二階段，旁觀者會依照現有的資訊對眼前事件進行危機程度的評估，若是旁觀者認為該
事件並不危急、不會對受害者造成嚴重的傷害，或是因為情境較為模糊，能夠掌握的資訊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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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旁觀者無法確定事件的危急程度，都會降低旁觀者進行救助的可能性（Clark & Word, 1974; 
Solomon et al., 1978）。反之，若旁觀者認為該事件有一定的危急程度，就比較有可能進行救助，例
如 Fischer等人（2011）的後設分析就指出危機事件比非危機事件更能引起旁觀者的注意，也有更
高的可能性引起旁觀者的救助行動。

3. 評估責任階段

此階段旁觀者會評估介入事件是否是自己應承擔的責任，若旁觀者認為事件與自己無關、有其
他旁觀者會伸出援手，或是因為有其他冷漠的旁觀者存在，自己不會因此受到批判，便會傾向不對
受害者進行救助（Darley & Latané, 1968）。反之，若是旁觀者能有「捨我其誰」的理念，願意承擔
救助的責任，則較有可能對事件進行介入並進入下一階段的內在歷程。

4. 評估策略階段

旁觀者針對事件評估可行的救助策略，當旁觀者知道適當的援助方式，便比較有可能實際做出
救助的決定，若缺乏適當的救助策略，或是假定自己的介入不會有用，則比較傾向忽略、不救助。
例如 Clark與Word（1974）發現旁觀者知覺自己有沒有能力幫忙，會影響其介入危機事件的傾向。
Fischer與 Bilz（2019）發現教師對處理霸凌事件的自我效能，直接影響其在現實生活中介入霸凌事
件的可能性。李佩珊與謝百淇（2020）發展的旁觀者介入課程，內涵中也強調讓有意願助人的旁觀
者能夠獲得助人的策略和技巧。

5. 實際介入階段

最後一個階段是旁觀者實際執行救助的行動，在此階段旁觀者會評估各種介入策略所需付出的
成本，例如時間、心力、危險性等。旁觀者在救助的過程中會不斷對付出成本進行再評估，決定是
否繼續進行救助或停止介入。
經歷 BIM模式的前三階內在歷程，旁觀者將產生救助／不救助的動機，在第四、第五階段則

是與實際的行動策略較為相關。因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問題為旁觀者在不同情境下，選擇展開救助行
為或是吆喝行為的動機，因此探究的焦點在於 BIM模式的前三階段。

Chen等人（2016）以紮根理論的方式探討臺灣國中生遇到霸凌事件時的介入歷程，其所提出
的理論與 BIM模式相互呼應。該研究的結果顯示旁觀者在選擇成為挺身者（進行救助行為），或
是選擇成為局外人（忽略事件發生）之前，一樣會經歷注意事件、評估事件嚴重性、評估事件是否
為自身的責任等歷程。在其研究中有 38%的受訪者認為霸凌並不嚴重所以不需要救助，也有 21%
的人認為進行介入並非自己的責任而是老師的責任，因此不想救助。值得一提的是，受訪者也表示
除了霸凌事件本身的嚴重性和責任感以外，受害者本身的行為和特質也會影響其反應，例如有 29%
的受訪者表示只有在受害者本身是無辜、沒有做錯事在先的情況下，才願意在霸凌發生時進行救助，
由此可見 BIM模式在臺灣的霸凌情境中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然而也要額外考量受害者本身行為
的影響。

（三）旁觀者反應與霸凌辨識能力

在 BIM模式的第一和第二階段中，旁觀者必須先能夠注意、知覺到事件正在發生，並且對該
事件的危急程度作出評估，然而將其應用在網路霸凌情境時會與一般危機事件有所不同。首先，由
於網路霸凌屬於新興的社會現象，許多網路使用者對網路霸凌的定義較不熟悉，且學者間對於網路
霸凌的定義也尚未有所定論（Chun et al., 2020; Shaikh et al., 2020），若旁觀者以傳統霸凌的定義檢
視網路霸凌事件，將難以判斷其中是否有蓄意傷害、勢力不對等、重複、造成傷害等特性（Olweus, 
1999, 2012; Slonje et al., 2013），且大多學者（如：Raskauskas & Huynh, 2015; Smith et al., 2008; 
Willard, 2007）認為網路霸凌包含煽動、騷擾／追蹤、詆毀、仿冒、洩密／欺騙、排擠等種類，與
其他網路暴力、網路犯罪有許多重疊之處，卻與傳統霸凌的樣態（肢體、言語、關係）有所不同，
易使網路使用者混淆。再者，網路霸凌具有非面對面的特性，旁觀者將難以評估事件對受害者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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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的嚴重程度，網路上的資訊較為模糊，也使旁觀者難以釐清事件的始末，進而容易對事件做出
錯誤的評估（Liu et al., 2021），將屬於網路霸凌的事件評估為不是網路霸凌。例如，在網路上看到
別人的醜照被 po上網路，旁觀者會難以判斷是否為朋友間的玩笑，而且如果以傳統霸凌中必須重
複發生的定義來看，也可能認為 po醜照屬於單一事件而不是霸凌，忽略了網路可以不斷被轉發，
醜照可能對當事人造成長期傷害的結果。因此在 BIM模式的第一、第二階段，旁觀者是否能對網
路霸凌投以關注並正確評估其危機程度，需考量旁觀者對網路霸凌是否具有一定的知能、能否正確
辨識出網路霸凌。

Asanan等人（2017）的研究指出，能正確辨識出網路霸凌的青少年比較不會成為網路霸凌者，
在目睹網路霸凌時也比較願意對受害者提供協助。Steer等人（2020）指出缺乏網路霸凌辨識能力的
中學生分不清楚開玩笑和網路霸凌之間的界線，因此無法控管自身的網路使用行為。Elçi與 Seçkin
（2019）也指出網路霸凌辨識能力不只能預防大學生變成網路霸凌的受害者，也能預防校園中的其
他人（例如老師）受到學生的網路霸凌。綜上所述，本研究假設旁觀者的霸凌辨識能力能正向預測
其救助行為、負向預測其吆喝行為。

（四）受害者行為、道德疏離與旁觀者反應

在 BIM模式的第三個階段，旁觀者需要評估介入當前事件是否為自己的責任，若旁觀者認為
此事件並非自己的責任就比較不會進行介入。在網路霸凌的情境之中，因為網路霸凌中每個看見貼
文者都是旁觀者，旁觀者的數量被極大化，因此對個別的旁觀者而言，容易覺得救助並非自己的責
任，抑或是期待有其他旁觀者會伸出援手。另一方面，網路霸凌中時常有為數眾多的旁觀者在旁吆
喝，例如一篇霸凌的貼文可能有成千上萬人按讚、轉傳、分享、留言，容易使旁觀者覺得自己的吆
喝行為隱身於人群之中，不會對受害者造成傷害，或是不需要負起相對應的責任。
近年來許多網路霸凌的研究便以 Bandura（1990, 1999, 2002, 2016）的道德疏離理論來對此種網

路霸凌中的特殊現象進行解釋，希望理解為何人們在網路上的行為會變得比在生活中更為暴力（見：
Bussey et al., 2015; Fang et al., 2020）。Bandura於 1990年首先提出八種道德疏離的信念，這些信念
會使個體去忽視、轉移內在道德標準所給予的束縛，以下對這八項信念進行分述：

1. 道德辯解（moral justification）

行為人宣稱自己的行為具有利社會性、符合道德的標準。

2. 修飾說詞（euphemistic labeling）

行為人利用委婉的說詞來修飾、淡化自身行為的嚴重性。

3. 有利比較（advantageous comparisons）

行為人將自身的行為與更具傷害性的行為比較，宣稱行為的目的是阻止其他更具傷害性的行為
發生。

4. 責任推諉（displacement of responsibility）

宣稱自身的行為並非出自本意，或是宣稱行為是受到他人的指令，使個人得以規避行為的責任。

5. 責任分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宣稱行為的責任應由群體中的所有人一同承擔，分散自身的責任。

6. 忽視或扭曲後果（disregard or distortion of consequence）

行為人刻意忽略、忽視或淡化自身行為對他人造成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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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去人性化（dehumanisation）

行為人貶低受害者的人格、將受害者視為「次等的」、「非人的」，規避自身的道德約束。

8. 怪罪受害者（attribution of blame）

行為人宣稱事件的結果是受害者自己造成的，受害者應該為自身受害的結果負責。
不論在傳統霸凌或是網路霸凌中，道德疏離程度高的旁觀者都比較容易對受害者漠不關心，甚

至產生吆喝行為（賴怡君、程景琳，2020；Bjärehed et al., 2020; Kyriacou & Zuin, 2018; Lo Cricchio 
et al., 2021; Perren & Gutzwiller-Helfenfinger, 2012; Robson & Witenberg, 2013）。網路霸凌與道德疏
離有關的原因有三，首先，如同前文所述，旁觀者難以直接目睹網路霸凌對受害者的傷害及影響，
在旁觀者無法確認受害者是否受傷的情況下，容易使旁觀者淡化自身的吆喝行為的嚴重性，產生「修
飾說詞」及「忽視後果」的現象。其二，旁觀者眾多的特性容易使個人認為介入並非自己的責任，
或是認為有其他人會出手介入，導致個人出現「責任推諉」及「責任分散」的現象。最後，當受害
者本身的行為可能有值得被批評之處時，缺乏實際的接觸更容易使旁觀者產生「去人性化」、「怪
罪受害者」，或是宣稱自己的霸凌行為或吆喝行為是在主持正義，具有利社會性，產生「有利比較」
的疏離信念。
在實證層面，Bussey等人（2015）的研究發現當這些道德疏離信念出現，網路上的暴力行為、

霸凌行為出現的機率就會相對的提升。Fang等人（2020）等人發現道德疏離信念在情緒麻木（numb）
與網路霸凌的關係中扮演著中介的角色。Koehler與Weber（2018）發現網路霸凌旁觀者有怪罪受害
者的傾象時，會對受害者展現較少的支持行為。賴怡君與程景琳（2020）則以國小學童為受試者，
發現在傳統肢體霸凌及關係霸凌的情境中，道德疏離與旁觀者的救助行為呈現負相關、與吆喝行為
呈現正相關。

（五）小結

綜合 BIM模式與上述有關霸凌辨識能力、道德疏離和受害者本身行為的探討，本研究認為在
旁觀者目睹網路霸凌事件發生時，應該先考量旁觀者本身的網路霸凌辨識能力，如果沒有一定的網
路霸凌辨識能力便容易忽略事件的發生、輕忽事件嚴重性、對吆喝行為沒有自覺，若具有一定的辨
識能力，便會進入下一個階段去針對個人是否有責任以及受害者行為是否值得被霸凌／被救助去進
行評估。在後面的兩個階段，旁觀者是否具有道德疏離信念以及受害者本身行為是否正當，會影響
旁觀者的行為傾向，若是受害者本身的行為不當，道德疏離的旁觀者便容易以怪罪受害者、貶低受
害者、聲稱霸凌具有利社會性等機制，逃避救助責任以及自身道德感對吆喝行為的譴責；若受害者
是單純受害（行為沒有不當），即使是道德疏離的旁觀者也難以用以上的機制來合理化霸凌事件。
因此本研究設計兩個網路霸凌情境，第一個情境為一般的網路霸凌情境（以下簡稱情境一），

第二個情境為受害者因為違反社會規範而遭受網路霸凌的情境（以下簡稱情境二，詳細描述見研究
工具一節），目的在於探討不同情境下網路霸凌辨識能力、道德疏離對救助行為／吆喝行為的影響，
並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假設一：在情境一，旁觀者的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能正向預測其救助行為，但不受到道德疏離的

調節。
假設二：在情境一，旁觀者的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能負向預測其吆喝行為，但不受到道德疏離的

調節。
假設三：在情境二，旁觀者的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能正向預測其救助行為，且受到道德疏離的調

節。
假設四：在情境二，旁觀者的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能負向預測其吆喝行為，且受到道德疏離的調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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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一）研究流程及參與者

本研究之受試者為現於國內大學就讀之大學部學生。不同年齡層對網路的使用習慣不同、受到
網路霸凌的風險也有所不同，Shaikh等人（2020）的文獻回顧指出過去的網路霸凌研究多以青少年
作為樣本，忽略大學生樣本的重要性，且根據我國科技部委託張卿卿（2020）的調查顯示，18—19
歲正值大學階段的受試者，每天使用手機的時間高達 5小時 12分鐘，為各年齡層之中最高，調查
中也顯示線上通訊軟體及社群網站等容易發生網路霸凌的媒介，是大學生使用網路時最常使用的功
能。由此可見，大學生可說是暴露於網路霸凌風險中最高的族群，在研究中卻時常被忽略，因此本
研究以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
抽樣方式採用網路問卷立意取樣，由研究者在 Facebook、PTT、Dcard三種社群平台貼文招募

受試者，受試者閱讀問卷資訊後可自行決定是否參與本研究，為提升填答率，本研究提供抽獎活動，
凡填答完畢者皆可參與抽獎，獎項包含行動電源、電影票、飲料兌換卷及超商商品卡。
參與研究的受試者會依序填答《網路霸凌辨識能力測驗》以及《網路道德疏離量表》，填答完

畢後再填寫兩份《網路霸凌反應傾向量表》，第一份為一般的網路霸凌情境，第二份則是受試者因
為違反社會規範而遭受網路霸凌的情境，實際回收有效樣本 1,393份，樣本統計資料見表 1。

表 1
兩研究樣本背景資料一覽表（N = 1,393）

變項 類別 人數（n） 百分比（%）
學制 一般大學 1145 82.2%

科技大學 233 16.7%
專科學校 12  0.9%
未答 3  0.2%

每日使用網路 2小時以下 19  1.3%
2∼ 5小時 433 31.1%
5∼ 8小時 588 42.2%
8小時以上 350 25.1%
未答 3  0.2%

求學霸凌經驗 是 189 13.5%
否 1204 86.4%

求學受霸凌經驗 是 498 35.7%
否 895 64.2%

網路霸凌經驗 是 54  3.8%
否 1339 96.1%

網路受霸凌經驗 是 166 11.9%
否 1227 88%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工具有三，分別為《網路霸凌辨識能力測驗》、《網路道德疏離量表》及《網
路霸凌反應傾向量表》，以下分述：

1. 網路霸凌辨識能力測驗

本研究採用趙映嫚（2022）所編製《網路霸凌辨識能力測驗》來測量受試者的霸凌辨識能力，
該測驗包含 14題情境題，受試者先閱讀一段網路霸凌定義，接著瀏覽各項情境題並回答該情境是
否屬於網路霸凌的一種。範例如「A在臉書上發布公開貼文寫道：『B是一個聽不懂人話的畜牲。』，
B無法刪除，也無法阻止該貼文的傳播。」，受試者依照情境回答「確是網路霸凌」或「不是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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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凌」，受試者若正確辨識出霸凌情境便得 1分，錯誤辨識則得 0分，滿分 14分，分數越高代表
受試者霸凌辨識能力越佳。
該量表以 Rasch二元計分模式（Rasch, 1960）驗證其信效度，題目分離係數（item separation 

reliability）為 .99，受試者分離係數（person separation reliability）為 .06，infit MNSQ介於 0.99∼ 1.02
之間，outfit MNSQ介於 0.93∼ 1.04之間，符合研究者所建議之標準（Wright et al., 1994）。

2. 網路道德疏離測驗

《網路道德疏離測驗》翻譯自 Paciello等人（2020）依據 Bandura（1990, 1999, 2002, 2016）的
理論所編製的測驗，該量表由八題與網路行為有關的敘述組成，每題對應理論中的一項道德疏離信
念。計分方式為李克特式 5點量表，受試者閱讀題目的敘述後，依照其同意的程度進行回答。範例
如「在網路上假冒同學／朋友的身份只是一種朋友間的樂趣。」，1分代表非常不同意，5分代表
非常同意，8個題目的加總分數越高，代表其網路道德疏離的程度也越高。
該量表由驗證性因素分析進行信效度的檢核，結果顯示其 Chi Square = 24.429、df = 20、p = 

.224、RMSEA = 0.016（95% CI  =  0.000—0.035）、p  =  .999、CFI = .996、SRMR = .514，組成信
度（component reliability）為 .81，符合研究者（Raykov, 1997）所建議的水準。本研究將其翻譯為
中文版因此重新以探索性因素分析進行驗證，結果萃取出一個特徵值大於一的因素，單一個因素可
以解釋 46%的變異量，其中所有題項的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55，內部一致性 α = .81。

3. 網路霸凌介入意願量表

本研究使用的《網路霸凌反應傾向量表》改編自 Bastiaensens等人（2014）所編製的量表，原
量表包含 19題救助行為及 5題吆喝行為，範例如「我會私訊霸凌者告訴他網路霸凌是不對的」。
計分方式皆為李克特式 7點量表，受試者閱讀題目敘述後，依照其同意的程度進行回答，1分代表
非常不同意，7分代表非常同意，題目的加總分數越高，代表進行救助行為或是吆喝行為的意願也
越高。因本研究所設定的情境中霸凌者、受害者及旁觀者並非同校同學，因此刪除量表中在學校進
行的題項，例如「我會到學校去當面安慰受害者」，最後留下 11題支持行為及 5題吆喝行為，並
將量表改為 5點計分以方便受試者作答。
本研究進一步將《網路霸凌反應傾向量表》分為兩種情境，第一種為單純的網路霸凌情境，

題幹敘述為「當你的朋友在 Facebook上遭到他人以貼文的形式公開霸凌時，你會採用以下哪些做
法。」；第二種為受害者因為違反社會規範的行為而遭受網路霸凌的情境，題幹敘述為「當你的朋
友因為做了違規的事情（例如亂丟垃圾）而在 Facebook上遭到他人以貼文的形式公開霸凌時，你
會採用以下哪些做法。」。

Bastiaensens等人（2014）驗證其研究工具之內部一致性係數，發現不論是支持行為或是吆喝
行為的 α係數皆高於 .72，顯示工具具有良好的信度。本研究將該量表進行過刪減並新增情境二，
因此重新驗證其內部一致性。結果顯示情境一支持行為 α = .83，吆喝行為 α = .79；情境二支持行為
α = .87，吆喝行為 α = .86。

（三）分析方法

在進行主要假設驗證之前，本研究先進行描述統計以及相依樣本 t檢定，檢測受試者在一般的
網路霸凌情境中（情境一）和受害者因為違反社會規範而遭到網路霸凌的情境中（情境二），救助
行為／吆喝行為是否有顯著差異。
接著，為回答本研究所要驗證之假設一／假設二，研究者以網路霸凌辨識能力為自變項，情境

一的救助行為／吆喝行為為依變項，進行簡單線性迴歸，若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能預測救助行為／吆
喝行為，便進一步以 PROCESS for SPSS（Hayes, 2022）中的 model 1檢驗道德疏離在網路霸凌辨識
能力與情境一救助行為／吆喝行為間的調節效果。
為回答本研究所要驗證之假設三／假設四，本研究同樣以網路霸凌辨識能力為自變項，情境二

的救助行為／吆喝行為為依變項，進行簡單線性迴歸，並以 PROCESS for SPSS（Hayes, 2022）中
的 model 1檢驗道德疏離在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與情境二救助行為／吆喝行為間的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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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表 2為本研究各個變項之描述統計結果以及相關矩陣，由表中可以看出受試者平均的網路霸凌
辨識能力高（滿分14分，M = 10.72, SD = 1.39），道德疏離程度低（五點量表，M = 1.41, SD = 0.41），
救助行為程度中等（五點量表，情境一 M = 2.76, SD = 0.49；情境二M = 2.66, SD = 0.54），吆喝行
為程度低（五點量表，情境一 M = 1.57, SD = 0.57；情境二 M = 1.50, SD = 0.61）。
本研究進一步以相依樣本 t檢定檢驗受試者在情境一與情境二的救助行為／吆喝行為是否有所

差異，結果顯示救助行為在情境一與情境二中確實存在顯著差異（t = 9.93, p < .00），吆喝行為在
情境一與情境二中也確實存在顯著差異（t = 6.85, p < .00）。

表 2
描述統計和相關矩陣
變項 1 2 3 4 5 6
1. 霸凌辨識能力  1.00
2. 道德疏離  -0.10**  1.00
3. 情境一救助行為   0.00 -0.14** 1.00
4. 情境一吆喝行為  -0.17**  0.43** 0.00 1.00
5. 情境二救助行為  -0.06* -0.10** 0.75** 0.06* 1.00
6. 情境二吆喝行為  -0.14**  0.41** 0.01 0.75** 0.07** 1.00
M 10.72  1.41 2.76 1.57 2.66 1.50
SD  1.39  0.41 0.49 0.57 0.54 0.61
* p < .05. ** p < .01.

根據上表 2，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與情境一救助行為間相關性並未顯著（r = .00, p = .99 > .05），
此結果已與本研究之假設一不符，因此不再進一步執行迴歸分析以及調節分析。
為驗證本研究主要假設二，研究者以網路霸凌辨識能力為自變項，情境一吆喝行為為依變項，

進行簡單線性迴歸。結果顯示網路霸凌辨識能負向預測受試者在情境一中的吆喝行為（調整後 R2= 
.03, F = 40.30, β = -.17, p < .001），因此研究者進一步以 PROCESS for SPSS model 1來檢視道德疏
離的調節效果，結果顯示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能預測情境一之吆喝行為，但道德疏離在網路霸凌辨識
能力與情境一吆喝行為間並沒有調節效果（coefficient = -.02, p = .23 > .05），與本研究之假設二相符。
為驗證本研究主要假設三，研究者以網路霸凌辨識能力為自變項，情境二救助行為為依變項，

進行簡單線性迴歸。結果顯示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能負向預測受試者在情境二中的救助行為（調整後
R2 = .00, F = 4.75, β = -.06, p = .03 < .05），研究者進一步以 PROCESS for SPSS model 1來檢視道德
疏離的調節效果。結果顯示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能預測情境二之救助行為，但道德疏離在網路霸凌辨
識能力與情境二救助行為間並沒有調節效果（coefficient = .02, p = .29 > .05），與本研究之假設三不
符。
為驗證本研究主要假設四，研究者以網路霸凌辨識能力為自變項，情境二吆喝行為為依變項，

進行簡單線性迴歸。結果顯示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能負向預測受試者在情境二中的吆喝行為（調整後
R2= .02, F = 29.57, β = -.14, p < .001），因此研究者進一步以 PROCESS for SPSS model 1來檢視道德
疏離的調節效果。結果顯示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能預測情境二吆喝行為，且道德疏離在網路霸凌辨識
能力與情境二吆喝行為間具有調節效果（coefficient = -.04, p = .03 < .05），此結果與本研究之假設
四相符。研究者以 SPSS 28.0將結果繪製為圖 1，觀察圖 1的三條線可以發現斜率由低到高分別為
低道德疏離組、中道德疏離組、高道德疏離組，也就是說，隨著道德疏離程度的增加，霸凌辨識能
力對情境二吆喝行為的抑制效果也跟著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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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網路霸凌辨識能力、道德疏離和吆喝行為間的關係

網路霸凌辨識能力、道德疏離和吆喝行為間的關係 

 

討論

本研究參考 BIM旁觀者介入模式以及網路霸凌的特性，認為旁觀者在目睹網路霸凌時應該會
經歷辨識網路霸凌、評估自身責任、評估受害者行為三個階段，這些階段分別受到網路霸凌辨識能
力、道德疏離、受害者行為三個因子的影響，最終影響旁觀者對受害者進行救助或是吆喝。依此，
本研究提出四個假設並進行驗證，結果顯示：（一）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與情境一救助行為間的相關
性並未顯著，與假設一不符。（二）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能負向預測其情境一吆喝行為，且不受到道
德解離的調節，與研究假設二相符。（三）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能負向預測情境二救助行為，但不受
到道德解離的調節，與研究假設三不符。（四）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能負向預測情境二吆喝行為，且
受到道德解離的調節，與研究假設四相符。

（一）旁觀者的救助行為傾向

由研究結果一、三可以發現，不論是在一般的網路霸凌情境中，或是受害者因為違反社會規範
而受到網路霸凌的情境中，旁觀者對受害者皆只有中等的救助傾向，且救助傾向不受到網路霸凌辨
識能力的影響。換句話說，不論受害者是否認為眼前的事件屬於網路霸凌事件，其救助傾向都是相
同的。過去研究（Asanan et al., 2017; Elçi & Seçkin, 2019; Steer et al., 2020）曾指出網路霸凌辨識能
力能避免旁觀者成為霸凌者、降低自身成為受害者的機會，然而並沒有直接證據顯示霸凌辨識能
力能提高旁觀者的救助意願。此結果說明，能辨別出眼前事件是否為霸凌事件僅是救助行為產生
的先決條件之一，是否願意採取救助行動可能受到其他因子的影響，例如過去研究曾顯示同理心
（Machackova & Pfetsch, 2016）、知覺事件嚴重度（Fischer et al., 2011; Liu et al., 2021）、救助自我
效能（Clark & Bussey, 2020; Knauf et al., 2018）等因子，對旁觀者救助行為有正向的影響，未來研
究宜針對影響救助行為的不同變項進行探討。
相依樣本 t檢定的結果顯示，旁觀者在情境一的救助傾向顯著高於情境二，也就是當受害者沒

有違反社會規範的行為時旁觀者比較願意救助，此結果與 Liu等人（2019）透過實驗操弄的結果以
及 Chen等人（2016）透過質性訪談得到的結果一致。相關矩陣的結果進一步顯示，比起網路霸凌
辨識能力，道德疏離與旁觀者的救助傾向有比較高的相關性，可以說明在救助傾向的部分，受害者
本身的行為以及道德疏離信念，比起網路霸凌辨識能力，對旁觀者有更關鍵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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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旁觀者吆喝行為傾向

研究結果二、四顯示，不論是在一般的網路霸凌情境中，或是受害者違反社會規範而受網路霸
凌的情境中，網路霸凌辨識能力都能負向預測旁觀者的吆喝行為。換句話說，當旁觀者能夠意識到
眼前的事件屬於網路霸凌事件時，比較不會對霸凌的貼文進行按讚、轉發、分享、留言，此結果與
Asanan等人（2017）的研究結果相同，顯示網路霸凌辨識能力確實對吆喝行為具有抑制效果。
為進一步了解網路霸凌辨識能力對旁觀者行為的影響，本研究進一步探討過去時常被忽略的受

害者行為以及旁觀者道德信念的影響。研究者以 PROCESS for SPSS進行調節分析，發現只有在受
害者違反社會規範的情境中，道德疏離信念會調節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與吆喝行為之間的關係，在一
般的網路霸凌情境中則否。此結果與本研究之假設二、假設四相符，顯示在旁觀者單純被霸凌、沒
有違規行為在先的情境下，道德疏離不會調節網路霸凌辨識能力對旁觀者吆喝行為的抑制效果。在
受害者違反社會規範的狀況下，若是旁觀者存有道德辯解、去人性化、怪罪受害者等道德疏離的信
念，又因缺乏霸凌辨識能力而對自身的吆喝行為缺乏覺察，此時旁觀者容易將吆喝行為合理化為正
義之舉，道德感難以對自身行為形成約束，旁觀者便會產生較高的吆喝行為；相反的，若旁觀者具
備辨識霸凌行為的能力，即便存有道德疏離的信念也便比較不會將吆喝行為合理化，能對自身的行
動保持節制（Bandura, 2016）。

（三）實務應用建議

1. 提高旁觀者的網路霸凌辨識能力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網路霸凌辨識能力對旁觀者的救助行為沒有直接影響，但對抑制吆喝行為
具有一定的功能，因此提高網路使用者的網路霸凌辨識能力有其重要性。Elçi與 Seçkin（2019）、
Smith等人（2014）也強調要遏止網路霸凌不僅要提高學生的辨識能力，教職員、行政人員也應該
要受到充分的訓練，方能在網路霸凌發生時立刻知覺並進行處遇。因此本研究建議學校對系統中的
所有人進行網路霸凌的防制教育，提高網路霸凌的辨識能力，降低旁觀者成為吆喝者的可能。
具體作法上，Sung與Chen（2017）將427位師資培育生分為四組進行不同的霸凌辨識能力訓練，

結果顯示僅提供霸凌定義或是霸凌行為特徵的組別，其霸凌辨識能力與未接受訓練的控制組無異，
唯有透過疑似霸凌案例的研討，讓師資培育生有機會對於不同案例進行討論、反思、澄清，其霸凌
辨識能力才能顯著的提升。因此本研究建議各級學校及家長，在進行網路霸凌防制教育時，應多加
利用實務案例進行研討，尤其應該讓學習者有機會針對案例中的情境，進行討論、對話，並且釐清
旁觀者對各種網路霸凌的迷思（例如：匿名留言者無法被查出身份），在經歷或是目睹網路霸凌時，
才能正確的辨識、覺察。

2. 對於違規的受害者保持公正

本研究發現即使是在網路霸凌的情境之中，旁觀者一樣會評估受害者行為的正當性，若是受害
者先違反社會規範，旁觀者則比較傾向不救助且容易在旁吆喝。值得注意的是，網路霸凌和傳統霸
凌不同，網路上的資訊往往較為片面，旁觀者缺乏對事件的了解與對受害者的認識，容易對受害者
行為作出過於武斷的評價，例如 Liu等人（2019）透過實驗操弄，請旁觀者聚焦在文章中受害者違
反社會規範的部分，結果顯示面對同樣的事件，實驗組相較於控制組有更高的攻擊傾向，即使是富
有同理心的旁觀者也不一定會對違規的受害者提供救助。
因此，本研究建議旁觀者在目睹網路霸凌事件時，應盡可能地理解事件的原委，收集正反資訊，

不過早地對受害者的行為作出評價。而新聞媒體，甚至是所有的自媒體，也應該負起身為新聞傳媒
應有的道德責任，力求公正、客觀看待受害者的行為，不為了新聞流量刻意放大受害者的違規行為，
進而引起更多的旁觀者群起攻之，塑造「霸凌有理」的社會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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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意道德疏離信念

本研究發現在受害者違反社會規範的情境下，高道德疏離者比低道德疏離者有更多吆喝行為，
此結果與 Lo Cricchio等人（2021）、Paciello等人（2020）的研究結果一致。此外，本研究進一步
發現旁觀者的道德疏離信念與網路霸凌辨識能力會交互影響吆喝行為，相較於低道德疏離者，霸凌
辨識能力對高道德疏離者的吆喝行為有更顯著的抑制效果。此結果顯示霸凌辨識能力低且道德疏離
程度高的旁觀者，可能將網路霸凌認定為「網路公審」，屬於正義之舉是可以被接受的，但隨著霸
凌辨識能力提高，即使是道德疏離的旁觀者也會意識到自身的攻擊行為屬於霸凌，不應該在一旁吆
喝。
依此結果，本研究建議在網路霸凌防制教育中，教師可運用道德討論教學法，在討論的過程中

應注意學習者是否存有道德疏離的信念，對於高道德疏離的學習者，應讓其明白不論受害者是否有
錯，網路公審都屬於網路霸凌的一種，不該被視為追求正義的手段之一。倘若道德疏離信念難以被
改變，教師可嘗試提高學習者的網路霸凌辨識能力，使其對自身行動有所自覺，且能明白霸凌行為
的傷害性、法律責任，以及行為後果，如此才能對高道德疏離者的吆喝行為進行抑制。

（四）研究限制

本研究包含三項限制。首先，本研究為第一篇探討網路霸凌情境中，網路霸凌辨識能力、道德
疏離信念和受害者行為如何交互影響旁觀者反應傾向的研究，且本研究僅以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可能難以推論至其他群體。未來研究宜針對對不同群體的網路使用者，重複驗證本研究所
得到的結果。
其次，本研究是以自陳式量表作為研究工具，因此只能得知受試者目睹網路霸凌後的行為傾向，

無法代表旁觀者實際產生的行為反應，未來研究可以直接邀請網路霸凌事件中的挺身者和吆喝者作
為受試者，以回溯性（retrospective study）的方式探討上述因子對其行為的影響，強化本研究結果
與實際救助行為／吆喝行為間的關聯。
最後，本研究發現受害者本身的行為會影響旁觀者的反應傾向，然而本研究僅設計一種受害者

違反社會規範的情境，未來研究可去探討不同嚴重程度、不同形式的違規行為（例如亂丟垃圾 VS. 
酒駕肇事），如何影響旁觀者的反應傾向，也可評估旁觀者知覺受害者違反社會規範的程度，藉此
更全面的了解違規行為如何影響旁觀者在目睹網路霸凌事件時，選擇挺身救助或是選擇吆喝起哄。

（五）結論

網路霸凌為當前社會不容忽視的重要議題，正如同傳統霸凌，旁觀者在網路霸凌中也扮演著重
要的角色，然而因為網路霸凌定義不清、旁觀者眾多、受害者的傷無法被看見等原因，旁觀者往往
選擇袖手旁觀甚至在旁吆喝。本研究結合 BIM旁觀者介入模式以及近年對網路霸凌現象的探討，
設計兩種不同情境，探討不同情境中網路霸凌辨識能力、道德疏離以及受害者行為，如何交互影響
旁觀者的反應傾向。本研究的成果不僅增加對旁觀者反應傾向的理解，更可實際應用於網路霸凌的
預防、介入以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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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stander Behavior in Different Cyberbullying 
Situations: Role of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Victim Behavior

Kuan-Ming Chen1

Bystander behavior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in either halting or perpetuating cyberbullying (Padgett & Notar, 2013). 
When bystanders choose to share, like, or repost aggressive content, they may inadvertently reinforce cyberbullying behavior. 
By contrast, actively defending the victim may reduce or even stop cyberbullying (Bastiaensens et al., 2014; Salmivalli et al., 
2011). Consequently, the bystander effect is a key area of study in the fields of traditional bullying and cyberbullying. According 
to the bystander intervention model (BIM) proposed by Latané and Darley (1970), bystanders engage in five steps during their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fter they witness an emergency such as cyberbullying: noticing the event, interpreting the event as an 
emergency, assuming responsibility for intervention, deciding on an appropriate course of action, and executing the intervention 
strategy. 

Overall, the BIM delineates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the bystander effect and offers insights into why individuals 
choose to assist or not assist the victim. According to Asanan et al. (2017), bystanders become more inclined to intervene when 
they become aware of cyberbullying. This model addresses only internal individual processes and potentially neglects the 
unique aspects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victim’s behavior. In cyberbullying incidents, the number of witnesses 
may be large, causing bystanders to engage in a cognitive mechanism referred to by Bandura (1990, 1999, 2002, 2016) as 
moral disengagement. Moral disengagement is a set of cognitive processes that enable individuals to circumvent negative self-
evaluation and self-sanction, thereby morally disconnecting themselves from moral standards. According to Koehler and Weber 
(2018), the frequency of moral disengagement increases when the actions of the victim violate social norms. Few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effect of victim’s behavior in cyberbullying. 

In this study, we designed two cyberbullying scenarios and used the BIM to examine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moral disengagement, victim behavior, and bystander reaction intention. Scenario 1 involved a man 
who was cyberbullied without any apparent reason, and scenario 2 involved a man who was cyberbullied because of his norm-
violating behavior. We hypothesized that (1)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positively predicts bystanders’ defending behavior and is 
not moderated by moral disengagement in scenario 1, (2)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negatively predicts bystanders’ reinforcing 
behavior and is not moderated by moral disengagement in scenario 1, (3)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positively predicts 
bystanders’ defending behavior and is moderated by moral disengagement in scenario 2, and (4)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negatively predicts bystanders’ reinforcing behavior and is moderated by moral disengagement in scenario 2.

For participant recruitment, we posted on Facebook, PPT, and Dcard (the three most popular social media platforms in 
Taiwan) to attract university students. A total of 1,393 Taiwa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volunteer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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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students were selected as participants because they are among the most frequent internet users and are highly exposed 
to the risk of cyberbullying. After reviewing the study details, the participants completed a cyberbullying identification test 
(Chao, 2021) and the Online Moral Disengagement Scale (Paciello et al., 2020). Subsequently, they were presented with two 
hypothetical cyberbullying scenarios and asked to report their behavioral intention toward scenarios (these items were adapted 
from Bastiaensens et al., 2014). For the analysis, we conducted a correlation analysis,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moderation analysis with PROCESS for SPSS (Hayes, 2022) to test our four hypotheses.

Our analysis results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rst,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was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bystanders’ 
defending behavior when the victim was cyberbullied without any apparent reason (r = .00, p = .99 > .05),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our first hypothesis. Second,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negatively predicted bystanders’ reinforcing behavior (adjusted R2 = 
.03, F = 40.30, β = −.17, p < .001) and was not moderated by moral disengagement when the victim was cyberbullied without 
any apparent reason (coefficient = −.02, p = .23 > .05),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our second hypothesis. Third,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negatively predicted bystanders’ defending behavior (adjusted R2 = .00, F = 4.75, β = −.06, p = .03 < .05) and was not 
moderated by moral disengagement when the victim was cyberbullied because of his norm-violating behavior (coefficient = .02, 
p = .29 > .05),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our third hypothesis. Fourth,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negatively predicted bystander’s 
reinforcing behavior (adjusted R2 = .02, F = 29.57, β = −.14, p < .001) and was moderated by moral disengagement when the 
victim was cyberbullied because of his norm-violating behavior (coefficient = −.04, p = .03 < .05),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our 
fourth hypothesi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victim was cyberbullied for no apparent reason or for violating social norms, the bystanders 
exhibited only a moderate tendency to defend the victim, and this tendency was not influenced by the degree of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In other word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bystanders perceived the ongoing event as a cyberbullying incident, 
their inclination to assist remained the same. According to previous studies (Asanan et al., 2017; Elçi & Seçkin, 2019; Steer 
et al., 2020), identifying cyberbullying can prevent bystanders from becoming bullies or victims. However, no direct evidence 
currently exists regarding whether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increases the willingness of bystanders to assist. Therefore,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is regarded as a prerequisite for initiating defending behavior, with willingness to take action 
influenced by other factors.

In the two scenarios,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negatively predicted bystanders’ reinforcing behavior. In other words, when 
the bystanders realized that the current event involved cyberbullying, they became less likely to engage in reinforcing behavior, 
such as liking, sharing, reposting, or commenting on posts. These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Asanan et al. (2017), 
who indicated that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has an inhibitory effect on reinforcing behavior. In this study, we further examine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victim behavior and bystander moral belief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and 
bystander behavior. Our moderation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when the victim violated social norms, moral disengagement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and reinforcing behavior, whereas this was not the case in the 
regular cyberbullying scenario. These findings support our second and fourth hypotheses, indicating that if bystanders lack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and hold belief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such as moral justification, dehumanization, or victim 
blaming, they may become more inclined to rationalize their reinforcing behavior as an act of justice. Their moral sense may 
also have a limited influence on their actions, resulting in increased reinforcing behavior. By contrast, if bystanders become 
actively aware of their own behavior, even if they hold moral disengagement beliefs, they may become less likely to rationalize 
their reinforcing behavior, which enables them to exercise restraint in their own behavior. 

On the basis of our research findings, we offer three recommendations for preventing or intervening in cyberbullying 
incidents. First, because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has an inhibitory effect on bystanders, we recommend that schools implement 
antibullying programs that emphasize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among all members of the school community, including teachers, 
students, and parents. Second, our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reactions of bystanders are influenced by the victim’s behavior. 
Bystanders are more likely to refrain from assisting or even engaging in reinforcing behavior if the victim has previously 
violated social norms. Notably, cyberbullying differs from traditional bullying because online information tends to be one-sided, 
which can challenge bystanders’ ability to fully grasp the situation and the victim, leading to premature judgments regarding the 
victim’s behavior (Liu et al., 2019). Therefore, when bystanders witness a cyberbullying incident, they should attempt to first 
understand the full context of the event, gather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ormation, and refrain from premature judg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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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victim’s behavior. Lastly, in programs aimed at combating cyberbullying, we recommend that teachers incorporate 
dilemma-based instruction and address the moral disengagement beliefs of their students. For students with high level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teachers should explicitly communicate that cyberbullying is an unacceptable means of seeking justice. 

This study has some limitations. First, our sample comprised only college students, thus limiting the generalizability of our 
findings to other populations. Second, all data were collected using self-reporting instruments, potentially resulting in mono-
method bias. Third, only one norm-violation scenario was examined. Future studies should include a wider range of scenarios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the perceived severity of cyberbullying incidents influences bystanders’ perceptions and actions.

Keywords:  cyberbullying,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moral disengagement, victim behavior, 
bystander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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